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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决策指在特定教育目的的驱使下，为达到目的而作出

的关于教育实践目标、方向和方式的决定，以及制定的策略。当

然，可以说，教育决策是围绕一个或若干个教育目标而作出的教

育决定和选择，它是个体或集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避免

教育的主观性而作出的行为。对于教师而言，教育决策指教师出

于教育目的，而关于教育实践的目标、步骤和方法作出的决定。
调查发现，新加坡教师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决策人员的

知识和能力结构、基层决策人员参与的方便性、决策团队成员之

间的关系及其文化等。

一、决策人员的知识结构
新加坡决策人员的知识结构对其教师教育政策制定有较大

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高层领导

及其团队成员的整体素质对决策导向的影响。教师教育决策除

了满足现实需要外，还有相当部分原因是基于“政府”对教育及

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追求。在这种政府导向型决策行为中，领

导团队的价值选择或态度倾向往往决定了政策的走向。例如，新

加坡独立之后，在李光耀总理的倡导下实施“精英治国”的发展

战略，选拔那些拥有广博学识和具备各种技能、良好心理素质和

务实精神的人员担任高级行政管理人员〔1〕。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也证明了那些具备高尚品质和现代科技意识的精英人物参与制

定的教育政策很好地适应了当时新加坡社会发展的需求。20 世

纪 70 年代末，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吴庆瑞博士曾多次参与国

家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如在 1979 年的《新加坡教育报告书》
中，提出对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培训，并给予教师良好的待遇和社

会地位等稳定师资队伍的提议，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

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后来的教育部长尚达曼、黄
永宏以及现在的王瑞杰等都是知识渊博的人员。当然，他们也具

有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奉献、实干和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2〕。二

是新加坡教师教育决策人员的智力结构、知识结构较好地满足

了决策所需的智力条件和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决策人员知识

面的宽窄程度影响他们对问题思考的深度，知识的欠缺以及视

野的狭窄势必会影响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因而，广博的文化知识

结构是决策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新加坡高层教育决

策者还具有教育科学知识和决策科学知识。比如他们也学习教

育学、决策理论、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等相关知识和技能。教师

素质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决策者能否制定出完善的发展战略并能

有效地执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设备设施的购置、授课内容和

方法的选定、经费的提供以及培训效率的考核等过程，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各种矛盾。因而，不仅需要

决策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具备广博的学识。在新

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决策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不

仅影响了该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也涉及到政策的

完整性与广泛性。同样，政策制定人员也应具备科学化、民主化

的决策意识，这也要求政策制定人员要深入学习科学决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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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接受系统的现代政策科学训练，目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

认识和战略水平，以避免决策失误等问题〔3〕。正因为这样，新加

坡的教育政策不仅科学合理，而且也切实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为

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新加坡政府对于教育界基层决策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校长等基层领导都是由教育部相关人员从学校层层选拔那些取

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优秀人员。这些拥有良好综合素养的优秀人

员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有着较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也善于将

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例如新加坡中小

学校长等人员会及时将调整中小学毕业考试以及改善各科教学

等带来的教师教育发展问题反馈给新加坡有关部门〔4〕。

二、决策人员的能力结构
新加坡决策人员的能力结构对其教师教育政策制定有很大

的影响。决策人员决策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知识结构

有着密切的联系。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对于个体来说非常重要，因

为它可以提高个体的决策能力和预见能力。在信息大爆炸时代，

决策人员要想提高决策效率，必须对传播学、社会学知识有所了

解，这可以帮助他们不用收集到全部的决策资料就能进行教育

决策，他们的工作量也会因此而有所减少。然后，他们还可以借

助自身的知识经验就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直至作出正

确的判断，作出教育决策。同样，在外界条件、环境不断变化的情

况下，决策人员不仅要根据手头的资料作出正确的决策，还要就

决策的发展前景、实现状况作出可行性预测，并就可能出现的问

题制定应对计划，这也是制定教育决策、确保教育决策科学有效

的关键，也是确保决策人员在决策运行出现问题时不会使自己

过于被动。比如吴庆瑞博士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曾率领一组人

员到欧美考察，并经过反复思考，撰写了《新加坡教育报告》，而

这项预测性较好的报告对新加坡后来双语师资的培养及其质量

的提高都有重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决策人员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协调能力是指决策人员根据决策目标，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进行调配，对群体活动进行协调、控制的能力。简单来说，协调能

力是个体组织人们完成组织目标的能力，良好的协调能力是确

保科学决策顺利实现的关键。美国著名关系学家、学者卡耐基曾

经说过：“职业人士的成功，75%都要靠协调和沟通，剩下的靠天

才和能力。”从中可见组织能力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教育决策制

定过程中，高层决策人员要有效组织不同层次的决策人员、相关

人员积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并利用各种会议、集体座谈、意
见渠道鼓励人们就教育决策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同样，在决策

实施过程中，决策人员也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重视并突出协调

工作，以解决各种矛盾，确保决策任务和目标顺利完成。在新加

坡，为了使教师教育决策与其个人实际需求相符合，教师教育决

策人员为教师提供接受在职教育的相对充裕的经费与时间，并

进行合理配置。此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教育决策制定、执行

和落实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无论是决策制定还是运行，都

要涉及到许多问题。这就要求决策人员提高认识，站在全局的角

度，对各种资源进行统筹管理、有效整合，不要“一叶障目，不见

森林”。此外，教育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教育而服务的，在教育决

策实施条件成熟时，决策人员还要抓住机会，当机立断，将决策

付诸实施〔5〕。总的说来，新加坡的教师教育政策执行力比较高，

与政策决策人员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密切相关。

三、决策人员的参与途径
独立后的新加坡实行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在这

种集权制条件下，中央或上级领导掌握最高的决策权，对管辖范

围内的事务统一领导。新加坡教育部的主要职责如下：一是制定

和执行全国的教育政策，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统一普通

教育、职业教育分流学制，施行新的考试制度。二是负责公立学

校人事调动权，主管公立学校的发展工作，并针对学校教职工开

展在职培训，如组织校长、教师进行在职培训等。就决策而言，这

种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可以集中有效的人力、物力进行教师教育

决策〔6〕。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容易导致教师教育决策

缺乏针对性或执行偏差。因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加坡教育

政府更加重视基层人员参与教育决策，让基层管理人员有更多

参与教育决策的机会。1987 年，新加坡 12 位资深校长被派往国

外访问归来后，携手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名为《追求学校的卓

越》的报告，这份报告因为建议中肯、观点新颖而被教育部采纳，

这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当然，教育部权限的下放也对决

策权限下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校长在收集有关教师学历、教
学质量等信息资源时，往往会与下属进行交谈，或向他们描述决

策方案，询问下属的建议方案。这是因为，教师作为一线教育工

作者，他们的专业知识更加丰富，在教学方面也更有发言权，他

们在物质需求之外，也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他们可以

尽情表达自己的建议和想法，要求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发出自

己的声音。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教师既是学校办学的合作

者，又是教师教育的决策者、开发者和政策的执行者。教师参与

教育政策决策,如教育决策信息收集、方案设计等，可以弥补政

府部门因为信息不足、信息虚假而导致的问题。而为了促使更

多的教师参与到教育决策制定中来，新加坡教育部专门成立了

大众参与教育部管理决策程序的“学校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吸

引更多的教师参与教育决策。此外，新加坡教育还通过座谈、访
谈以及搭建各种交流信息的渠道等，方便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决

策事务。
总之，新加坡扩大决策参与人员、构建相对畅通的上下级相

互沟通及交流信息的各种渠道，不仅使其各级教育决策者对教

育的发展战略更为熟悉和了解，而且使得所有决策人员形成一

个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的上下级团体，让每位人员都明确自身的

成长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不仅能提高教师的

自豪感、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也有利于决策部门及时了解最新

的教师教育问题，以便及时调整和完善各种教师教育政策。当

然，这种方式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决策优化，同时又有利于消除干群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融洽

干群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信息沟通渠道也有助于不同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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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形成相互理解与相互合作的文化氛围，能够有效地调动决策

人员的积极性〔7〕。可以说，学校基层领导及其教师参与教师教

育决策，既为他们自身提供了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

提供了理解和管理学校的机会。当然，也只有这样，政府制定出

来的教师教育政策才更具有代表性、广泛性，也才更符合实际需

要。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积极创造各种渠道让教育界基层人员参

与教师教育决策，不仅搭建了便捷的沟通平台，而且也反映出教

师教育决策逐渐由少数高层领导决定转变为由与课堂教学关系

最为密切的人员参与及商定，使其决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8〕。

四、决策人员之间的关系
决策人员之间既有下级、上级、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有亲疏

远近之间的关系。决策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决策人员的

行为经常发生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高决

策效能，有利于决策组织的团结，进而影响其工作效率，同时也

有助于决策团体形成心理方面的信任感和内聚力，而这种内聚

力反过来又成为驱使人们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动力，激发员工工

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的效率。比如李光耀任总理期

间，就因为他拥有一支能力很强的团队，这些成员不仅有共同的

理想，而且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和谐。不仅如此，良好的

人际关系也能制约组织的影响力。一个内聚力强、有战斗力的决

策组织，其社会影响必定较好，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有利于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从而有利于政策议案的通过及有效地

实施。当然,如果决策人员之间或者内部存在较大的冲突，则不

利于有效而科学地决策。
总之，教师教育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多方力量在

相互冲突中获得平衡的过程。教师教育决策的直接决策者即公

共部门及其人员对其政策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是

决定性的影响〔9〕。作为教学组织活动的重要因素，广大教师在

教育决策制定和执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在教育

决策中要想方设法促使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到教育决策中来，争

取通过范围更广的决策主体和更加开放的决策形式，提高决策

的开放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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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ingapor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cision-makers of teachers’education such as first－
ly the reasonabl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decision-makers lik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moral accomplishment, ex－
tent of knowled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 secondly the structure of decision-makers’ability like their ability of
policy prediction, coordination and execution; thirdly the width and smoothness of channel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rele－
vant grassroots personnel i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attractiveness to grassroots personnel; fourthly the good faithfu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ior and subordinate, and between coordinates, and a very cohesiv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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